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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

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如何影响农地流转？
———以水稻收割环节为例

洪炜杰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摘 　 要：文章分析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对农地流转市场产生的影响。 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进行逻辑推

演，并利用江西省 ２０１６ 年 １８８０ 个农户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 １）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提高

１％，能够降低农户转出农地可能性 ０．２３５％，转出面积 ０．２６８％，提高转入农地可能性 ０．１２８％，转入面

积 ０．４０２％。 （２）外包服务市场对农地配置影响的直接效应占 ６５％至 ７５％，剩余部分则是通过劳动力

的重新配置而间接影响农地流转。 （３）外包服务市场对农户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随着农户承包地面

积的增大，外包市场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以及农地转入的促进效应加大。 （ ４）外包服务市场的发

育能够提高农户对土地的价值评估以及减少农地撂荒的发生。
关键词：外包服务；农地转出；要素配置；农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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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早期给中国农业生产带来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 ［１］ ，也遗留了农地经

营细碎化的问题，导致农业经营缺乏规模经济性。 而过小的经营规模又进一步限制农户对大型

农机的使用，导致农业资本配比偏低。 如何改变农业经营方式，是农业产业兴旺的关键，也关系

中国乡村能否振兴，并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目前主要形成两种主张：其一是通过鼓励土地

流转，形成农业的规模经营；其二则是通过鼓励发展社会化服务，通过外部分工提升农业的经营

效率。
如何通过鼓励农地流转达到农业经营规模经济性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已有文献主要从农户

兼业 ［２－３］ 、劳动力非农转移 ［４－６］ 、农地的产权状态 ［７－８］ 等不同的角度分析寻找促进农地流转的着

力点。 政策层面也付出了诸多努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农地产权制度，稳定农户的产权预期，建立

农地流转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则在政策层面直接着力于土地流转 ［９－１０］ ，如 ２００８ 年《中共中央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
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
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此后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有对

农地流转进行强调。
然而，经过多年来政策层面的实践，农地流转率尽管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农户总体上的经营

格局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 图 １ 给出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全国农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从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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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农地流转率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２％迅速上升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３５．１４％，即截至 ２０１６ 年全国有

３５．１４％的农地发生了流转。 但是，从 １０ 亩以下农户的占比看，２００９ 年 １０ 亩以下的农户占全部

农户的 ８４．０２％，到了 ２０１６ 年这一比例变为 ８６．４５％，小农户的占比反而略有上升。 多年的政策

努力似乎并未带来农业的规模经营，其本质是小农的复制 ［１１－１２］ 。

图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农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 ％
注：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 。

近年来，部分学者提出通过引进社会化服务，利用外部分工的逻辑，提高农业经营的资本配

比，提高农户生产效率。 其主要逻辑在于通过鼓励发展社会化服务，农户可以通过租赁或者交

易的方式利用外部资本（农机）对传统劳动进行替代，既可以避免因为农地流转产生的高昂交

易费用，也能够提高农业的资本配比，实现经营效率的提升。 本质上是通过外部技术进步的方

式提升农业内部经营效率。 张忠军和易中懿基于 ３５８ 个农户数据发现，生产环节外包能够显著

提高水稻种植户的生产效率 ［１３］ 。
对于两种经营方式的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 然而，对于两种经营方式如何相

互影响的探讨则相对较少。 仅有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讨论农户经营规模如何影响农户外包服

务采纳行为上，如王钊等利用重庆市 １９１ 个农户样本发现，经营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农户对外包

服务的需求意愿 ［１４］ 。 不过胡新艳等 ［１５］ 、陈昭玖和胡雯 ［１６］ 则发现，随着经营规模的提高，农户采

用外包服务的可能性会先上升后下降，两者之间呈倒“ Ｕ”型关系，他们认为在农户经营规模达

到一定程度后，农户则更加倾向于自购农机。 洪炜杰等 ［１７］ 为了验证该效应，利用全国 １２４６ 个

水稻种植户的数据发现，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增加，农户采用外包行为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但
二次项不显著，他们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营格局下，为了避免持有资本所带来的不必要损耗，经
营规模的增加只会诱导农户更多地进行资本租赁，即利用外包服务提高经营效率，而不会自购

农机。
相反，关于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会如何改变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讨论较少。 实际上，外包

服务在本质上是一种替代劳动力的生产要素，随着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农户利用外包服务对

劳动力进行替代降低务农的成本，增加种植的利润，从而对农地投入产生引致需求，进而影响农

户的农地流转决策。 两种经营方式显然不是相互独立的，随着外包服务市场的日益成熟，农业

经营的格局也必定会发生转变。 此外，本文还将结合现阶段外包市场的实际情况，分析在部分

环节不可外包的背景下，外包服务如何通过不同渠道作用农地流转市场。 由于在不同经营规模

下，使用外包节约的成本不同，本文还将讨论对于不同土地原始禀赋（承包地面积）的农户，外
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对其农地流转行为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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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逻辑框架

（一）模型

参考 Ｙａｎｇ［１８］的做法，假设农户是一个生产者，故不考虑其消费部分的决策。 此外，本文不考

虑随机冲击，参考已有文献，认为外包服务的本质在于对劳动力的替代，故农户的决策模型为：
ｍａｘπ ＝ ａγ （ ｌ＋λｓ） β＋ｗ（ Ｌ－ｌ） ＋ｒ（Ａ－ａ） －ｐｓ （１）

其中，π 为农户净利润；ｌ、Ｌ、ｓ、ａ、Ａ 分别是农户的务农劳动力投入、家庭总劳动力、外包服务

购买量、耕地实际经营面积以及承包地面积；ｗ、ｒ、ｐ 分别为劳动力报酬、土地租赁价格以及外包

服务价格。 λ 是外包服务对劳动力的替代参数，并假设 γ＋β≤１，则农户决策土地投入、劳动力

投入以及外包服务投入的一阶条件分别为（２） （３） （４） ：
∂π
∂ａ

＝ γａγ－１（ ｌ＋λｓ） β－ｒ ＝ ０ （２）

∂π
∂ｌ

＝ βａγ（ ｌ＋λｓ） β－１－ｗ ＝ ０ （３）

∂π
∂ｓ

＝ λβａγ（ ｌ＋λｓ） β－１－ｐ ＝ ０ （４）

由于服务外包和劳动力是完全替代关系，首先分析农户在外包服务和劳动力投入之间的决

策。 假设存在一种中间要素 μ ＝ ｌ＋λｓ，其约束条件为 Ｃ ＝ ｗｌ＋ｐｓ，则最优决策有：

当 － １
λ

＞ － ｗ
ｐ

时，即当 λ＜ ｐ
ｗ
时，有：

ｕ ＝ ｌ （５）

当 － １
λ

＜ － ｗ
ｐ

时，即当 λ＞ ｐ
ｗ
时，有：

μ ＝ λｓ （６）

当 λ＜ ｐ
ｗ
时，农户的决策方程为：

γａγ－１μβ ＝ ｒ
βａγμβ－１ ＝ ｗ{ （Ⅰ）

当 λ＞ ｐ
ｗ
时，将（６）代入（４） ，得：

０ ＝ λβａγμβ－１－ｐ＞ ｐ
ｗ
βａγμβ－１－ｐ

即
ｐ
ｗ
βａγμβ－１－ｐ＜０，从而得：

βａγμβ－１＜ｗ （７）
即农户对中间要素的投入会一直持续到中间要素的边际收益低于劳动力报酬。 假设要素

投入均衡时的边际收益为 ｗμ，易知 ｗμ∈（０，ｗ） 。
农户的决策模型为：

γａγ－１μβ ＝ ｒ
βａγμβ－１ ＝ ｗμ，ｗμ∈（０，ｗ）{ （Ⅱ）

（二）均衡

农业生产要素是联合决策的，农户同时决定不同要素的均衡投入量 ［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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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Ⅰ）可知，在不采用外包服务的情况下，农户的决策均衡为：γａ
γ－１μβ

βａγμβ－１ ＝
ＭＰａ
ＭＰμ

＝ ｒ
ｗ
，即在最

优决策下，农户使用耕地和中间要素的边际产品之比正好等于价格之比，可以表示为图 ２（ ａ） ，
均衡点在等成本曲线 Ｃ１Ｃ１ 和等产量曲线 Ｑ１ 相切的地方，此时农地投入为 ａ１。

进而，由（Ⅱ）知，在存在外包服务的情况下，农户的决策均衡为：γａ
γ－１μβ

βａγμβ－１ ＝
ＭＰａ
ＭＰμ

＝ ｒ
ｗμ

，由于

ｗμ∈（０，ｗ） ，可知等成本线以 Ｃ１ 为原点顺时针移动到 Ｃ１Ｃ２。 此时，相应地，等产量曲线向上移

动变为 Ｑ２，均衡点为 Ｃ１Ｃ２ 和 Ｑ２ 的切点，并决定了农地的投入量为 ａ２。 为了比较 ａ１ 和 ａ２ 的相

对大小，利用
γａγ－１μβ

βａγμβ－１ ＝
γμ
βａ

＝ ｒ
ｗμ

可以得到生产扩展线为 ＯＪ：μ ＝ ｋａ，其中 ｋ ＝ βｒ
γｗμ

，又因为 ｗμ∈（０，

ｗ∗） ，所以 ｋ∈（ βｒ
γｗ∗，＋¥）⊂（０，＋¥） ，即有：

ｄμ
ｄａ

＝ ｋ＞０ （８）

进一步，由γａγ－１μβ

βａγμβ－１ ＝ γμ
βａ

＝ ｒ
ｗ

以及 ａｒ＋ｗμ ＝ Ｃ
－
（等成本曲线，Ｃ

－
为成本） 可得：μ ＝ β Ｃ

－

ｗ（ β＋γ）
，所

以有：
ｄμ
ｄｗ

＜０ （９）

从而可得：ｄａ
ｄｗ

＝ ｄａ
ｄμ

ｄμ
ｄｗ

＜０，又因为 ｗμ＜ｗ，从而可知：ａ２＞ａ１，即外包会激励农户投入更多农地，

外包市场的发育会抑制土地转出或促进土地转入。

图 ２　 外包服务与土地投入

（三）生产环节的可分性

实际上，农作物的部分环节可以进行外包，其他环节由于相应的外包服务市场发育比较迟

缓，只能靠农户自己耕作。 基于此，这部分假设作物有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不能外包，仅能农

户自己耕作，所消耗的劳动力为 ｌ１；第二个环节可以选择外包也可以选择自己劳动。 和上文相

同，假设中间要素为 μ ＝ ｌ２＋λｓ，且根据作物的特性，两个环节是分开的，则在不同环节农户的劳

动力配置决策是独立的，农户最大化两期的总收入，从而农户的决策函数为：
ｍａｘπ ＝ ａγ ｌ１（ ｌ２＋λｓ）[ ] β＋ｗ（ Ｌ－ｌ１） ＋ｗ（ Ｌ－ｌ２） ＋ｒ（Ａ－ａ） －ｐｓ （１０）

当农户采用外包时，即当 λ＞ ｐ
ｗ
时，农户的决策方程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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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ａγ－１（ ｌ１μ） β－ｒ ＝ ０ （１１）
βａγ（ ｌ１μ） β－１μ－ｗ ＝ ０ （１２）
βａγ（ ｌ１μ） β－１λｌ１－ｐ ＝ ０ （１３）

同理，由于 ０ ＝ βａγ（ ｌ１μ） β－１λｌ１－ｐ＞βａγ（ ｌ１μ） β－１ ｐ
ｗ
ｌ１－ｐ，有：

βａγ（ ｌ１μ） β－１ ｌ１ ＝ ｗμ，ｗμ∈（０，ｗ）

同上文，易知
ｄｌ１
ｄｗ

＝
ｄｌ１
ｄμ

ｄμ
ｄｗ

＜０，这意味着，类似于外包服务这种劳动力替代型的要素市场的发

育并不必然挤出劳动力，在生产环节可分而部分环节劳动力不完全可替代性的情况下，可能反

而会提高其他环节的劳动力投入。 由于 γ、β、ｒ 是常数，由（１１）有：
ａ（ｗ）＝ ｆ ｌ１（ ｕ（ｗ） ） ｕ（ｗ）[ ] （１４）

其中 ｆ［·］表示函数关系，则方程（１４）两边对 ｗ 求导可以得到：

ｄａ
ｄｗ

＝ ｆ′ｕ
ｄｌ１
ｄｕ

ｄｕ
ｄｗ

＋ ｆ′ｌ１
ｄｕ
ｄｗ

＜０ （１５）

由（１１）可知 ｆ′＞０，又因为 ｗμ ＜ｗ，所以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能够提高农户对土地投入的需

求，其作用机理在于：一方面直接作用于土地流转市场；另一方面则是作用于家庭劳动力配置而

作用于土地流转。

三、数据及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 ２０１６ 年在江西省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 被调查样本主

要通过以下方式来确定：首先，根据地理位置将江西划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域，选取每个区域所

有县市的农业人口占县总人口的比例、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耕地总面积、家庭经营性

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等 ４ 个指标，并求出这 ４ 个指标的因子综合得分，最后对因子综合得

分进行排序。 根据因子综合得分排序将每个区域的县（市 ／区）分为好、中、差三类，在每一类中

随机选择一个县，再按同样的方法在每个县中选择 ３ 个乡镇，然后请乡镇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对

辖区内行政村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排序，接着在每个乡镇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为好、中、差 ３ 个行政

村，每个行政村随机选择两个自然村，在每个自然村随机调查 １０ 个农户。 在江西共调查了 １２
个县，２１６０ 个农户，其中收回问卷 ２１００ 份，有效问卷 １８８０ 份，问卷有效率 ８９．５２％。

（二）变量选择

因变量：为了较好地衡量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设置的因变量有 ４ 个，分别为是否转出（是

＝ １） 、转出面积、是否转入（是 ＝ １） 、转入面积。
核心自变量：外包市场的发育情况，为了衡量农户所在地区外包市场的发育情况，本文利用

农户所在县收割环节的外包农户占比来衡量。 利用县外包农户占比进行衡量的另一个目的在

于降低外包和土地流转之间的内生性。
其他控制变量：（１）到县城时间：到县城时间一方面即代表土地的价值，从而影响农地流转

市场的活跃程度，另一方面关系外包服务供给的变量程度，故给予控制。 （ ２）农地确权：根据程

令国等 ［８］ 、胡新艳和罗必良 ［２０］ 的研究，产权稳定性是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本文

以农地确权对农地产权进行衡量。 （３）承包地面积：借鉴范乔希等 ［２１］ 的研究，对承包地面积进

行控制。 实际上，承包地面积代表农户务农的原始禀赋，关系农户再一次对农地进行配置的边

际收益，从而影响农户的农地配置决策。 此外，承包地面积也关系到农户自己劳动或者外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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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收益，故给予控制。 （４）根据钱忠好 ［７］ 、洪炜杰等 ［１７］ 的研究，农地流转是家庭分工的结果，
此外家庭结构也关系到农户是否需要借助外来资本替代劳动，故本文进一步控制农户县内打工

劳动力占比、劳动力人数、家庭人口、妇女劳动力占比。 （５）无论是土地流转还是外包服务都和

地形密切相关，故文章还进一步控制地形特征。
表 １　 变量赋值及基本情况

变量 定义及赋值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是否转出 转出农地 ＝ １；否则 ＝ ０ １８８０ ０．３０１ ０．４５９

是否转入 转入农地 ＝ １；否则 ＝ ０ １８８０ ０．２１０ ０．４０７

转出面积 ／ 亩 实际转出面积 １８８０ １．８６８ １９．９８１

转入面积 ／ 亩 实际转入面积 １８８０ ７．８４６ ４６．５４３

外包市场 县外包农户占比 １８８０ ０．６９６ ０．１６７

到县城时间 ／ 小时 实际时间 １８８０ ０．５３２ ０．３１４

农地确权 已确权 ＝ １；否则 ＝ ０ １８８０ ０．８２１ ０．３８４

承包地面积 ／ 亩 实际承包地面积 １８８０ ５．３０２ ４．７８５

县内打工占比 在县城打工人数 ／ 劳动力人数 １８８０ ０．１５５ ０．２８８

劳动力人数 １８８０ ３．１２４ １．３１９

家庭人口 １８８０ ５．１１３ ２．２０５

妇女劳动力占比 妇女劳动力 ／ 劳动力人数 １８８０ ０．４３６ ０．１９４

是否山区 地形为山区 ＝ １；否则 ＝ ０ １８８０ ０．０１５ ０．１２３

四、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外包市场发育如何影响土地流转

表 ２ 分析了外包市场发育程度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 具体地，模型 ２－１ 中，外包市

场的系数为－０．７４７，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包市场的发育能够显著降低农户转出农地的概

率，从边际效应可知，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程度提高 １％，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降低 ０． ２３５％。 同

理，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程度提高 １％，能够提高农户转入农地的概率 ０．１２８％。 从流转的量看，外
包服务市场发育提高 １％，能够使转出农地减少 ０．２６８％，而农地转入面积会增加 ０．４０２％。 这说

明，随着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农户会增加对农地的需求。 原因在于，外包服务市场的

发育会降低农户用于生产“中间要素”的成本，这会导致总体耕作成本的下降，节约了成本，使
务农的利润空间增加，而农地是一种正常的生产要素①，利润空间的增加会诱导农户增加对农地

的需求，从而导致农户更多地减少农户转出而更多地增加农地转入。
其他变量方面：四个模型中，到县城的时间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离市区越远的地方，农地

交易越活跃；和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农地确权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农地产权并不能显著诱导农

户农地交易行为的发生，可能的原因是农地确权的政策效果还未显现；此外，在县城打工的劳动

力占比越高，农户会更加倾向转出农地，而更少地转入农地，山区农地流转市场相对不活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模型 ２－３ 和模型 ２－４ 中，承包地面积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则意味承

包地面积的增加，农户转出农地的面积随之增加，同时转入农地的面积也会随之增加。 逻辑上，
缺乏外包服务市场的情况下，农户受到成本的约束，承包地越多的农户可能更倾向转出农地而

不倾向转入农地，然而计量结果与此不符。 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在于承包地面积对于农户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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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转出转入决策和农户面临的外包市场发育程度密切相关，承包地面积既会正向促进农地转出

和促进农地转入的可能原因在于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对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程度比转出行为更加

敏感，模型 ２－３ 和模型 ２－４ 外包市场的系数也证明了这一点①。
表 ２　 外包市场对农地配置的影响

变量
是否转出 是否转入 转出面积 转入面积

模型 ２－１ 模型 ２－２ 模型 ２－３ 模型 ２－４

外包市场 －０．７４７［ －０．２３５］ ∗∗∗ ０．４６１［ ０．１２８］ ∗∗ －０．２６８∗∗ ０．４０２∗∗

（ ０．２２３） （ ０．２３３） （ ０．１１８） （ ０．１７６）

到县城时间（取对数） ０．２２６∗∗（ ０．１０８） ０．３２８∗∗∗（ ０．１１２） ０．２１０∗∗（ ０．０８２） ０．５８１∗∗∗（ ０．１１９）
农地确权 ０．０６２（ ０．０９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５（ ０．０８３）

承包地面积（取对数）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８）
县内打工占比 １．２９５∗∗∗（ ０．１０６） －０．６７４∗∗∗（ ０．１２９） ０．６４４∗∗∗（ ０．０５９） －０．３６２∗∗∗（ ０．０６２）
劳动力人数 －０．１８１∗∗∗（ ０．０３６）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８）

家庭人口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７）

妇女劳动力占比 －０．２６３（ ０．１７１） ０．１２７（ ０．１６５） －０．２２３∗∗（０．０９９） ０．０１７（ ０．１１４）

地形山区 －０．５２７（ ０．３３９） －０．２８８（ ０．２７０） －０．２８４∗∗∗（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６（ ０．２７８）

截距项 －０．００９（ ０．２１５） －１．４８１∗∗∗（ ０．２２５） ０．４５４∗∗∗（ ０．１１６） －０．２３２（ ０．１６７）

观测值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Ｒ２ — —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８

　 　 注：①∗∗∗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 ∗ ｐ＜０．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内数字为边际效应；②转出面积和转入面积都

进行加 １ 对数化处理，下同。

（二）作用路径分析

由于现阶段，农业外包市场的发育并不完善，表现为部分环节容易外包，而部分环节尚缺少

相应的外包服务市场。 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实质是对于能够进行服务外包劳动力的替代，降
低该环节使用要素的成本。 而由于该环节成本的降低，会节约农业生产的整体成本，从而对其

他要素产生引致需求。 其作用路径有二：一方面直接作用于土地投入需求，而另一方面改变其

他环节的劳动力投入。 由于各种要素配置存在均衡，其他环节劳动力投入决策的改变，进一步

改变劳动和土地要素的配置决策而间接影响土地的配置决策。 也就是说，外包服务市场的发

育，一方面直接作用于土地配置决策，另一方面通过改变农户家庭劳动力配置决策而作用于土

地配置决策。 基于此，本文以家庭务农劳动力占比为中介变量，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该问题进

行剖析②。
为了更直接得到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实际计量估计中，利用 ＳＴＡＴＡ 中自助法求中介效

应的命令进行估算，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外包服务市场影响土地流转市场的路径分析

作用路径
是否转出 是否转入 转出面积 转入面积

效应 占比 效应 占比 效应 占比 效应 占比

劳动力

配置渠道

－０．０９４∗∗∗

（ ０．０２９）

３１．４４％ ０．０３９∗∗∗

（ ０．０１３）

２９．７７％ －０．１４３∗∗∗

（ ０．０４６）

２９．４８％ ０．１０５∗∗∗

（ ０．０３５）

２７．４２％

直接作用

渠道

－０．２０５∗∗∗

（ ０．０７４）

６８．５６％ ０．０９２

（ ０．０７０）

７０．２３％ －０．３４２∗∗∗

（ ０．１２１）

７０．５２％ ０．２７８

（ ０．１８９）

７２．５８％

　 　 注：①∗∗∗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 ∗ ｐ＜０．１，括号内为自助标准误。 ②各个模型的总效应见表 ２。 ③ＳＴＡＴＡ 中求中介

模型的命令为：ｓｇ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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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模型 ２－３ 和模型 ２－４ 中交互项的系数和外包市场的系数也为本推论提供经验证据，考虑到文章讨论的重点主要是

外包市场以及行文的流畅性，后文不再展开讨论。
具体模型设置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表 ３ 汇报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程度对各个因变量的间接效应（劳动力配置渠道）和直接效应

（直接作用渠道） 。 外包服务市场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的影响中，３１．４４％来自外包市场对农户

劳动力配置的影响，６８．５６％来自外包市场的直接影响。 在是否转入农地决策中，劳动力配置渠

道效应的占比为 ２９．７７％，直接作用渠道为 ７０．２３％；转出面积中，劳动力配置渠道的效应占比为

２９．４８％，直接作用渠道的占比为 ７０．５２％；转入面积方面，劳动力配置渠道效应占比为２７．４２％，
直接效应占比为 ７２．５８％。 可见，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对土地投入决策的影响并不仅仅来自外

包服务市场的直接影响，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还会影响家庭的其他要素配置，从而进一步影响

土地流转决策。
（三）外包服务、承包地规模与土地流转

上文分析发现，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一方面会抑制农户转出农地，另一方面会诱导农户转

入农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农地流转市场的角度看，部分农户转出农地即是另一部分农户转

入农地。 转出农地和转入农地在量上应该是相等的。 而上文会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农户转

出农地，那么转入农地的农户所转入的农地从何而来？
如上文分析，外包服务市场的作用在于节省成本，已有研究发现农户耕作规模越大其节约

的成本越多，农户采用外包的可能性越高 ［１４－１７］ 。 这意味着，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对不同经营农

户的影响是不同的。 对于规模更大的农户而言，外包服务对其提高土地投入的激励更大，即外

包服务市场对不同承包地规模农户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所以，随着农户初始耕作规模（承包地

面积）的增加，农户越不会转出农地或者更倾向于转入农地。 在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的诱导下，大
农户更加倾向于转入农地，而小农户则更可能转出农地。

为了验证该逻辑，在模型中加入“外包市场×承包地面积” ，从表 ４ 可知，模型 ４－１ 和模型 ４－
３ 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随着承包地面积的增加，外包服务市场会更

加抑制农户转出行为。 而模型 ４－２ 和模型 ４－４ 的交互项为正，同样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

随着承包地规模的增加，外包服务市场会更加激励农户转入农地。 从而，上述推论是成立的。
这也意味着，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对不同规模的农户影响是不同的，规模大的农户会通过转入

农地进一步提高规模，而规模小的农户则更多地转出农地。
此外，注意到，在模型 ４－１ 和模型 ４－３ 中，承包地面积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而模型 ４－２ 和模

型 ４－４ 中，承包地面积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外包服务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承包地越多的农

户转出农地的倾向越高，而转入农地的倾向越低。 正如前文所分析，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能够

降低农户的务农成本，在外包服务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农户会将农地控制在一定规模范围内，
避免过高的务农成本。

表 ４　 外包市场以及农户分化

变量
是否转出 是否转入 转出面积 转入面积

模型 ４－１ 模型 ４－２ 模型 ４－３ 模型 ４－４

外包市场×承包地面积 －１．４１７∗∗∗（ ０．３６７） １．３８３∗∗∗（ ０．３９５） －０．８２４∗∗∗（ ０．１８８） １．０５０∗∗∗（ ０．３１６）

外包市场 １．３０７∗∗（ ０．６０９） －１．７０７∗∗∗（ ０．６６３） ０．８１４∗∗∗（ ０．２７０） －１．２７３∗∗（ ０．５１７）

承包地面积（取对数） １．１０７∗∗∗（ ０．２６４） －０．９２８∗∗∗（ ０．２９１） ０．８４４∗∗∗（ ０．１３８） －０．５８３∗∗∗（ ０．２１９）

截距项 －１．５４７∗∗∗（ ０．４２８） －０．０９８４（ ０．４６５） －０．５５３∗∗∗（ ０．１９８） ０．７０８∗∗（ ０．３４８）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Ｒ２ — —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８

　 　 注：∗∗∗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 ∗ ｐ＜０．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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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１．测量误差问题

上文以全县的水稻收割环节外包农户所占比例来衡量，但是同县内部不同乡镇之间外包服

务市场差异可能比较大，这会导致本文对外包市场的测量存在误差。 基于此，这部分以镇为单

位以及以村为单位计算外包市场的发育程度进行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５。
从表 ５ 可以发现，无论是以镇为单位还是以村为单位，外包市场都能够显著抑制转出的概

率以及农地转出的面积，这说明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对农地投入的需求，和
前文的结论是一致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包市场对农地是否转入以及转入面积不存在显著

影响，正如前文所说，外包服务市场对于不同承包地规模的农户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规模越大

的农户，转入农地的倾向越大，转出农地的倾向越小，而规模越小的农户则正好相反。 由于同一

个镇或者同一个村的农户，农户家庭承包地的规模区别不大，这导致外包服务市场给不同农户

带来的收益类似，所以各个农户转入农地的倾向区别不大，农地流转市场没有多余的土地供给，
外包服务市场对于转入的影响不显著，农户只能通过降低农地转出提高农地投入。

表 ５　 更改核心自变量的估计结果 １

变量
以镇为单元 以村为单元

是否转出 是否转入 转出面积 转入面积 是否转出 是否转入 转出面积 转入面积

外包市场 －０．３２３∗ －０．１４６ －０．２４７∗∗∗ －０．０９８ －０．２９１∗∗ －０．１１８ －０．２２５∗∗∗ －０．１１４

（ ０．１７０） （ ０．１９７） （ ０．０９０） （ ０．１３５） （ ０．１４０） （ ０．１５６） （ ０．０７１） （ ０．１１１）

截距项 －０．４７７∗∗ －１．２０４∗∗∗ ０．１２９ －０．１１４ －０．４７８∗∗∗ －１．２１２∗∗∗ ０．１２７ －０．１０３

（ ０．１８７） （ ０．２０４） （ ０．１００） （ ０．１４７） （ ０．１８３） （ ０．１９８） （ ０．１０１） （ ０．１５６）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Ｒ２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９ ０．１２１ ０．０６０

　 　 注：∗∗∗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 ∗ ｐ＜０．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从表 ６ 也可以发现，以镇或者村为单位替换外包市场变量后，不同承包地规模的农户受到

外包影响是异质的逻辑依旧成立。 即随着承包地面积的增加，外包市场更加能够提高农户的农

地转入倾向和降低农户的农地转出倾向。
表 ６　 更改核心自变量的估计结果 ２

变量
以镇为单元 以村为单元

是否转出 是否转入 转出面积 转入面积 是否转出 是否转入 转出面积 转入面积

外包市场× －１．１８８∗∗∗ ０．９５５∗∗∗ －０．５９２∗∗∗ ０．６２７∗∗∗ －０．９３２∗∗∗ ０．７８５∗∗∗ －０．５０７∗∗∗ ０．５４５∗∗∗

承包地面积 （ ０．２５４） （ ０．２８５） （ ０．１２４） （ ０．１８１） （ ０．２２４） （ ０．２４２） （ ０．１１０） （ ０．２０７）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１，８８０

Ｒ２ ０．１３０ ０．０６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６４

　 　 注：①∗∗∗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 ∗ ｐ＜０．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②因篇幅原因，交互项的一次项估计结果不报告，

在模型中给予控制。

２． 外包市场、农地价值与农地利用

进一步从农户对农地交易的保留价格以及农户的撂荒行为验证本文的主要结论，以保证结

论的稳健性。 逻辑上，如果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能够提高农户对农地的需求，则外包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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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育能够提高农户对农地交易的保留价格①，以及降低农户农地撂荒行为。 表 ７ 中分别以县、
镇和村为单位，计算外包市场的发育程度，并逐个估计其对转出意愿租金、转入意愿租金，是否

撂荒和撂荒面积的影响。 １２ 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能够提高农户的农

地转出意愿租金、转入意愿租金，降低农地撂荒的概率以及农地撂荒的面积。 进一步佐证了本

文的分析逻辑和基本结论。
表 ７　 外包市场对意愿租金以及撂荒的影响

变量 转出意愿租金 转入意愿租金 是否撂荒 撂荒面积

外包市场＿县 １．８１１∗∗∗（ ０．４２９） ３．１６６∗∗∗（０．４２０） －１．１１２∗∗∗（ ０．３４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３８）

外包市场＿镇 ２．５３０∗∗∗（ ０．３１７） ３．０１６∗∗∗（０．２９５） －０．９１９∗∗∗（ ０．２３３） －０．８６４∗∗∗（ ０．２３４）

外包市场＿村 １．７８１∗∗∗（ ０．２７０） ２．０８４∗∗∗（０．２６１） －０．６５２∗∗∗（ ０．１８７） －０．１０７∗∗∗（ ０．０２８）

　 　 注：①∗∗∗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 ∗ ｐ＜０．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②转出意愿租金、转入意愿租金和撂荒面积都加

１ 并取对数。 ③上表由 １２ 个回归模型构成，介于篇幅只报告外包市场的回归系数，在实际回归中控制了其他所有控制变量。

五、结论与讨论

如何实现中国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型，主要存在两种主张。 其一是通过鼓励农地流转达到规

模经营，但是收效甚微；其二则主张通过鼓励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借助外部技术来提高农业的

经营效率。 本文认为两种经营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之间并非完全独立，外包服务

市场的发育通过降低农业生产部分环节的生产成本，提高农户务农的利润空间，从而增加对农

地投入的引致需求。 通过建立数理模型进行逻辑推演，并结合江西省 ２０１６ 年 １８８０ 个农户样本

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
（１）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对农地投入的需求，从而改变农户的农地流转

行为。 具体地，外包服务市场发育每提高 １％，农户转出农地可能性将降低 ０．２３５％，转出面积将

减少 ０．２６８％；相反，农户转入农地可能性将提高 ０．１２８％，转入面积将增加 ０．４０２％。
（２）作用渠道方面，外包服务市场一方面直接作用于农地流转决策，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改变

家庭劳动力的配置而进一步影响农地流转决策。 具体地，直接作用渠道占总效应的比例约 ６５％
～ ７５％，而劳动力配置渠道的影响效应占比约 ２５％ ～ ３５％。 劳动力配置渠道存在的原因在于大

多数地方作物并不是完全外包的，部分环节仍然需要家庭劳动力的投入。 部分环节的外包降低

整体地种植成本，增加了劳动力的引致需求，而劳动力的引致需求的增加又进一步改变劳动和

土地的配置均衡，从而进一步影响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
（３）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对不同承包地规模的农户影响不同。 随着承包地面积的增加，外

包市场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以及农地转入的促进效应加大。 这意味着，相对而言，外包服务

市场的发育能够诱导承包地较多的农户更多地转入农地和更少地转出农地，而对于承包地较少

的农户，其对农地转出的抑制效应和对农地转入的促进效应则相对要弱。
（４）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能够提高农户对土地的价值评估以及减少农地撂荒的发生。 具体

地，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能够提高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租金，以及转入农地的意愿租

金，并降低农地撂荒的概率和农地撂荒的面积。
本文认为，在多年农地流转政策收效甚微的背景下，通过鼓励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可能是

一条既能在短期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长期又能够迂回达到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路径。 此

外，由于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对拥有不同承包地面积的农户影响具有异质性，对于承包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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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出意愿租金通过询问农户“假如转出农地时，希望获得的最起码的租金为 元 ／ 亩∗年” ；转入意愿租金通过询问

农户“假如要租入农地时，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为 元 ／ 亩∗年” 。



的农户将进一步扩大经营面积，而对于承包地较少的农户则可能会退出农业经营，所以可能会

诱导不同承包地规模的农户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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